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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到客观结构的逻辑*

——— 《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的辩证法

王南湜 夏 钊

［摘 要］从主体行动出发去理解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变化，是马克思从其青年时代直到

晚年都一直持有的理论原则。但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研究，却不能直接以主体行动作为对
象，而是只能以作为主体行动之结果的客观结构为对象。这便要求有一个从主体行动的逻辑
向客观结构的逻辑的过渡或转换，如此方能够合理地建构起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体系。而
《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特别是其中的 “价值形式”分析，便是马克思精心构造起来
的这一过渡环节或“转换枢纽”。遗憾的是，以往人们对于 《资本论》中辩证法的阐释中，

却往往忽视或误读了这一关键问题。
［关键词］主体行动 客观结构 辩证法 价值形式 ［中图分类号］ B0 － 0

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人们无法将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对于改

变世界强调的主体行动者的立场与后期对于客观规律强调的科学观察者立场合理地关联起来，从而也

就无法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总体思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合理地解读 《资本论》“商品
和货币”篇中马克思独特的辩证法思想。如果我们拨开缭绕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成见，仔细地考察
马克思之所以要殚精竭虑地反复修改这一部分内容，就能够发现，表达于其中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

精心构思来关联起两者的一个 “转换枢纽”或“转换器”。因此，合理地解读 《资本论》“商品和货
币”篇，便成了解决这一困难的关键。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哲学长期以来按照第二国际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阐释被理解为一种历史决定论，而自卢卡

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这种决定论展开批判以来，又多被阐释为一种黑格尔主义或黑格尔主
义 －存在主义①的历史主客体辩证法。更为戏剧性的是，随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以下简称
《手稿》) 的公开问世，一些人甚至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创造了 “两个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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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阿尔都塞对于卢卡奇、萨特等人“人道主义”阐释的批判，特别是其 “断裂说”的提出，更
是强化了“两个马克思”之间的不可融通性。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得不选择“站队”，或赞成人道
主义的青年马克思，或赞成科学立场的成熟马克思。再后来，一些不忍心将马克思哲学割裂为二的研
究者，则试图弱化或调和这种对立。通常比较正统的调和方式是将马克思的思想解释为一个发展过
程，一个从早期人本逻辑占较大比重的双重逻辑走向单一科学逻辑的过程，一个逐步趋于成熟和丰富

的过程。与之相反，一种更新更激进的方式，则是将马克思后期的著作解读为完全是前期著作的展
开。在这当中，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于 《资本论》所做的 “物化”解读开启了一种黑格
尔主义的阐释进路，而奈格里的 《〈大纲〉: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则将 《大纲》解读为一部 “在
现实中对剥削的反抗”和“对将来的展望”，( 参见奈格里，中文版序言，第 3 页) 可谓是一个极端
的典范。毫无疑问，这两种调和方式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出于维护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之目的，

因而是须予以积极评价的。但是，好的用意未必会带来好的效果。事实上，当人们以这种方式试图维
护马克思哲学的统一性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暗中预设了马克思哲学要么只能是科学的，要么只能是人

本主义的，而不可能兼具两者。然而，单一的科学立场与单一的人本立场，都必然会带来或者以积极
行动排斥客观科学，或者客观科学变成消极的静观立场的两难。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指向有效
地改变世界的哲学，却要求同时兼具积极的行动者和客观的科学观察者的双重立场: 一方面，没有积

极的行动，便不可能改变世界，另一方面，没有基于对资本主义运行之规律认识的科学理论的指引，

所谓积极的行动，便只是盲目的冲撞，而不能合乎目的地即有效地改变世界。雷蒙·阿隆对卢卡奇、

萨特黑格尔主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或伪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批
判，揭示了这两种阐释方式的困境。( 参见阿隆，导论，第 1 － 10 页) 在近期的一次会议上，崇尚积
极行动阐释的奈格里对强调科学性阐释的哈维之行动者缺失的质疑，以及哈维将科学研究的目标只限

于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辩解，亦极其鲜明地显示出了这种两难。而要破解这一 “两难”，就必须
找到能够兼容或“连通”两种逻辑的中介，找到两种逻辑之间的 “转换枢纽”或 “转换器”。《资本
论》第一卷“商品和货币”篇则正是这种“转换枢纽”或“转换器”，但这是长期被人们忽视了的。

这一篇内容对于全书甚或整个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詹姆逊的一个评价颇可引用于此 ( 尽管他的解

读并未真正把握住其更为深层的意蕴) : “开篇三章实际上包含了 《资本论》的所有基本命题，因而
是进入整部作品的必然通道。砍掉对价值理论的阐述，《资本论》就会变成一篇平庸的经济学论文，

不会比它毁灭性地进行分析与批判的普通政治经济学著作高明多少。” ( 詹姆逊，第 9 页) 因此，我
们的任务便是对于马克思所创造的这一 “转换器”的揭示或再发现，以便能够表明马克思哲学中积
极行动者与科学观察者两者之间的可兼容性，从而由之走出相互排斥的两难。

二、对 “商品和货币”篇的解读和误读

在《资本论》“二版跋”中，马克思曾评论说人们对他在其中所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 (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9 页) 这个 “很差”，尤其适合于对 “商品和货币”篇中的辩证
法的理解。其所以“很差”，不仅由于如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 “价值形式”这一部分在客
观上“是最难理解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 页) 而且还在于受制于种种思维定式，

将马克思独特的辩证法纳入既有的某种理解模式中去，从而造成了各种不同解读方式中的误读。一般
说来，这些解读与误读都是与对于马克思哲学总体上的阐释方式相对应的。从历史上看，对于马克思
哲学的总体性阐释大致上有过三种基本模式，即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模式、黑格尔主义 －存在
主义主客体辩证法模式和结构主义或类结构主义模式。相应地，对于 “商品和货币”篇的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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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解读与误读大致上也有三种方式。

法国唯物主义式的解读与误读。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自第二国际以来长期流行的是一种法国
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决定论阐释。在这种阐释方式中，《资本论》一般被划归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
分中的“政治经济学”，而涉及哲学只是其中的辩证法内容，即 《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论。

由于这种解读方式将辩证法视为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故而，《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自然也就只能被
理解为对于资本主义商品运动客观规律之反映。基于这一原则，“商品和货币”篇的内容也就被视为
是对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描述。在这种理解方式中，尽管人
们对“商品和货币”篇中关于“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称赞有加，但囿于一种纯客观主义立场，辩证
法也就被理解成了自然或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这便从逻辑上排斥了马克思思想中强调作为实践主体

或积极的行动者的这一维度，从而只能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类似于早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忽视人的

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那样的理论体系。显而易见，这一体系只是一个解释世界的体系，在其中，马克
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主张的指向“改变世界”的哲学也就无从着落了。

黑格尔主义 －存在主义式的解读与误读。这一解读方式起源于卢卡奇对于第二国际之对马克思历
史决定论解释的不满，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构造的主客体辩证法解释体系。在此书中，卢
卡奇在未见到过《手稿》的情况下，通过对《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发挥而构造
出了一个十分相似的物化或异化理论体系。卢卡奇之构造这一理论体系，是为了说明，何以发达的西
欧国家未能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落后的俄国反而率先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他看来，这其中
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意识之发展与否。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的核心问题便是无产阶级意识
何以可能。要说明何以可能，首先须说明为何缺乏无产阶级意识。在这里，卢卡奇在 《物化与无产
阶级意识》第一章一开头，就紧紧地抓住了《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观念，并予以创造性发
挥。他写道: “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 ( 卢卡奇，第
144 页) ，并且，“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
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
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 同上，第 147 页) 在客观方面是形成一种物化现象，即 “产生
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 ( 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 ” ( 同上) ，

并与人相对立; 在主观方面，则是形成一种物化意识，即一种无法洞悉物化现象之本质的直观意识。

而无产阶级意识的缺乏，则正是缘于这种物化意识的支配地位。因此，关键在于分析克服物化意识的
条件，以使得无产阶级能够认识到自身之为历史主客体的历史地位，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从而获得其

阶级意识，并进而实现其历史使命创造出一个消除了物化现象的崭新的理想世界。显然，在卢卡奇的
分析中，所依重的正是“商品和货币”篇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依据这一分析，一方面揭示出
了无产阶级之受剥削压迫之实质，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动力，同时亦指明了革命目标之正当性。后
来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分析，虽然继续着 《存在与虚无》中的路子，从个体出发，从而与
卢卡奇从阶级总体出发不同，但大致上仍是沿着同一路径进行的。再后来，奈格里等人将 《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还原为《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亦不出卢卡奇所开创的黑格尔主义 －存在
主义之进路。而国内学界近些年颇为兴盛的从哲学层面对于 《资本论》的解读，就其主要着眼于资
本逻辑批判而言，大致上也属于同一理论进路。

这一黑格尔主义 －存在主义的阐释进路，由于能够有效地提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问题，即一方面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物化或异化现象之本质的揭示，指明了人类解放之动力，另一方面又

通过对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理解，暗中将目的论置于历史进程之中，而指证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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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客观可能性。毫无疑问，这一进路对历史主体能动性之宏扬，相对于第二国际之历史决定论阐释
来说，是有着极大的合理性的，因此，它仍在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领域保持着主导性地位。然而，这
一进路由于基本上立基于 《手稿》的异化论逻辑 ( 行动者逻辑或人本逻辑) 解读 《资本论》，且往
往更看重处于逻辑转换过程中的 《大纲》，甚至不顾其中科学观察者视角的客观结构的逻辑的发展，

将之解读为《手稿》之简单延续 ( 典型者如奈格里的 《〈大纲〉: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 ，却
遮蔽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为何要在 《手稿》之后，殚精竭虑去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性的
研究? 此点诚如阿隆所质疑的: “如果马克思没有以科学的严谨性证明共产主义的出现的抱负和希
望，那么他就不必花费 30 年的时间来撰写《资本论》 ( 还没有完成《资本论》) 。如果 50 年代的巴黎
方式能满足他的证明真理的要求，那么只需几页的篇幅和几个星期的时间就足以对资本主义的人类状

况进行存在的分析。” ( 阿隆，导论，第 118 页) 如果马克思希望的不是如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满
足于描绘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愿景，或不管不顾地鼓动民众去进行革命，而是要将未来理想社会的可能

性建立在科学的坚实基础上，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切切实实地超越资本主义，那么，他就不可能不从那

种异化论的人本逻辑或主体行动的逻辑走向科学观察者的客观结构的逻辑。

结构主义式的解读与误读。鉴于黑格尔主义 －存在主义的人本逻辑之阐释对于科学逻辑的忽视甚
或无视所遭遇到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而这一阐释进路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
义者，不论是伊波利特还是费萨尔，都不厌其烦地引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同上) ，试图
在那里发现马克思哲学的终极秘密，阿尔都塞才针锋相对地将被这一阐释进路奉为顶峰之作的 《手
稿》归结为尚未达到科学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惊世骇俗的命题，诸如 “认识论断裂”
“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 “症候阅读法”等等。就本文关注的问题而言，阿尔都塞敏
锐地注意到了马克思对于 “商品和货币”篇中方法论，特别是从劳动二重性理解使用价值与交换价
值的高度看重。他写道: “价值和使用价值这组概念; 从这组概念推论到另一组概念，即抽象劳动和
具体劳动这组概念，而这种推论是经济学家所不能论证的。” ( 阿尔都塞等，第 85 页) 而这涉及到阿
尔都塞所抓住的马克思方法论中一个最为重要、而又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原则: “《1857 年导言》严
格地区别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 “马克思在这里的关键论点是把现实和思维区分开来的原则”。
( 同上，第 43、95 页) 因为这事关“开创一切科学的‘认识论断裂’的条件问题”。阿尔都塞既然认
为《资本论》乃是不同于尚为意识形态的 《手稿》的科学，则须设定科学成立的条件。这一条件便
是: “仅是系统的形式并不能建立科学，只有‘本质’ ( 理论概念) 的系统形式才能建立科学”。 ( 同
上，第 91 页) 而由此看“商品和货币”篇，其意义正在于从商品这一最直观的现实出发而建构起科
学的对象。因此，若从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强调被卢卡奇等人所忽视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学性，甚至不惜将《手稿》判入前科学的“意识形态”之列，则此举是有着极大的合理性的。

然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阐释亦有其问题。这其中的最根本之点，是他并没有从其对马克思关
于区分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的方法论原则引申出恰当的结论，而是走向了一种科学主义的极端，即将

科学视为唯一适当的把握世界之方式。从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全面把握的要求来看，阿尔都塞的问
题并不在于他如阿隆所责备的那样，没有跟追马克思进入实证性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而是在于当

他将《手稿》判定为前科学的意识形态之时，便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遗忘了马克思之
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 30 年之根本目的乃在于改变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不是仅仅为了科学地解释
这一世界。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按照这种理解，阿尔都塞虽然看到了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与
后续章相比的独特性，但并未真正理解其方法论意义。在 《〈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一文中，他建
议，由于第一篇理解上的困难，可 “暂时把整个第一篇放在一边，而从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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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解读”。 ( 阿尔都塞，1990 年，第 83、89 页) 而这一困难则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造成的:
“由于受黑格尔科学概念的影响 ( 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科学都是哲学性的，因此每一门真正的科学都
必须建立它自己的开端) ，马克思当时认为，‘万事起头难’的原则‘应该适用于每一门科学’。事实
上，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采用了基本上是由这种黑格尔的偏见所造成的困难的叙述方法。” ( 同上，第
91 页) 这一将理解上的困难归结于黑格尔偏见之影响的说法，显露出阿尔都塞并未真正理解第一篇
中辩证法之真意，并使其在理论上陷入了混乱。在具体理解上，尽管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从意识形态
到科学的认识论断裂早在 1845 年就发生了，却认为“当《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仍然保留着黑格
尔影响的痕迹。只有到后来，这些痕迹才完全消失”。( 同上，第 93 页) 这样，他一方面认为 “黑格
尔的影子是最主要的幻影之一，必须进一步澄清马克思的思想，让黑格尔的影子回到茫茫的黑夜中

去” ( 阿尔都塞，2006 年，第 106 页) ，另一方面又暗渡陈仓，以 “无主体过程”的名义，将从前门
驱赶出去的黑格尔又从后门偷偷地放了进来。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中 “异化过程的唯一主体是目
的论中的过程自身”，因而是一种“无主体的异化过程”，而 “无主体的异化过程 ( 或辩证法) 只不
过是被黑格尔所认可的唯一主体。过程中没有其他主体: 没有主体即意味着主体就是过程自身”。
( 阿尔都塞，2005 年，第 363 页) 因此， “真正的黑格尔的 ‘主体’是寓于目的论中的。撇开目的
论，剩下的就是马克思所继承的哲学范畴: 无主体过程的范畴”。阿尔都塞由此断言: “这也就是马
克思最应当感激黑格尔的: 无主体的过程概念”，“它自始至终构成了 《资本论》的基础”。 ( 同上，

第 364 页) 这一思想上的混乱说明，阿尔都塞与黑格尔之间有着说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而这或
许透露出了某种“症候”，需要我们去揭示其深层的真实问题。一位评论者指出，阿尔都塞 “恰恰在
他反对黑格尔的行动中，黑格尔的影响渗透了他的思想”。( 阿尔布瑞顿，第 194 页) 那么，阿尔都
塞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问题上的这种自相矛盾，是否绽露出某种迹象，说明阿尔都塞模

糊地窥见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另一维度呢?

我们或许可以在受阿尔都塞影响或与其进路相关的 “新辩证法”或 “体系辩证法”的进路，以
及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中看到这“另一维度”的发展。为与卢卡奇等早期黑格尔主义阐释进
路区别开来，这一理论进路自称为“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
两种不同的辩证理论。第一种是历史的辩证法，黑格尔认为存在一种作为世界历史之基础的逻辑。但
是，在诸如《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还有第二种辩证理论，它可以被称作体系辩证法，

其所关注的是被用来概念化既存具体整体的诸范畴的表述问题。” ( 阿瑟，第 5 页) 而他们的工作就
是发挥马克思思想中的“体系辩证法”维度。这一 “新辩证法”进路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大力阐
发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客观的“社会抽象”的概念。索恩 －雷特尔写道: “商品抽象的本质
是，它不是由思想家创造出来的，它的起源不是在人的思维之中，而是在人的行动之中。然而，这绝
不是给予商品抽象概念以单纯的隐喻的意义。它是极其严格的意义上的抽象……它直接地是一种社会
本性，其起源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空领域中之中。不是人，而是人的行为、人们之间相互行为
产生了这一抽象。” ( 雷特尔，第 9 － 10 页) 阿瑟 ( C. J. Arthur) 则进一步发挥道: “黑格尔逻辑学可
被用于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研究，因为资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对象，它以交换中真实的抽象过程为基

础，这种交换中的真实抽象与黑格尔以思想抽象力分解和重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才能展现出黑格尔的 ‘无限’和马克思的 ‘资本’之间的联系。” ( 阿瑟，第 10 － 11 页)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阐释进路的优长之处还在于与 《资本论》中经济学内容的结合，而不似卢卡奇、

阿尔都塞等单纯从哲学方法论上的解读。这当中，宇野弘藏提出、并为关根友彦、阿尔布瑞顿
( Ｒ. Albreten) 发挥的关于必须从“原理论”“阶段论”及 “现状分析”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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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研究方法，对于深入《资本论》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一方法认为，“原理论”所研究的
是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是一种理论抽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而 “‘阶段论’里的资本主义
开始有了一些较为具体的东西。纯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是使用高度抽象的方法把焦点集中于价值规
律而抽象出来的，像股份公司或国民国家等制度性的因素全部被抽象掉了。而 ‘阶段论’虽然也采
用了‘一般化’这种高度抽象的方法，但是却放进去了某些制度性因素。”“现状分析”则是 “将过
去和现在的经济体系都看作充满无限复杂的矛盾的事物来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就是经济学的终极目
的，但是它必须建立在‘原理论’和‘阶段论’的基础之上”。( 张忠任，第 115 页) 这便 “开辟了
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开始于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中间经过相对独立的分析层次，最后进入具体的分

析，在这些分析层次中，每一个都有一个不同的逻辑，有一个把必然性 －偶然性关联起来的不同方式”。
(阿尔布瑞顿，第 48页) 这也便意味着，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一方面，在《资本论》的纯粹资本主义
中，人是经济结构的单纯载体和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另一方面，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集
体明确具有各种各样的行动能力”。(同上，第 49页) 现在，既然经济学的终极目的是从“原理论”出
发来解释“具有各种样的行动能力”的现实，而在“原理论”中“结构吸收了行动能力”，那么，两个
理论层面之间便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差别: 一者之中是“结构吸收了行动能力”，是单纯的阿尔都塞式的
“无主体过程”，另一者则是活生生的现实主体行动的领域。这在理论上便存在一个在两个层面之间的逻
辑关系问题，在“新辩证法”进路这里，便是逻辑上如何从“原理论”过渡到“阶段论”和“现状分
析”的问题。而更为深层的问题则是，如果不否认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始终坚持从 “现实的人”出发的
原则，即坚持“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的历史唯物主义
原则，那么，便必定要提出那个“原理论”层面或研究对象是如何从“现实的人”的活动亦即现实社
会生活中建构起来的这一最为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而不可能像古典经济学家那般，将之直接设定出

来。但阿瑟断言“马克思并未有关注这个问题”，并且简单地将之理解为只是一个单向地“从抽象的经
济必然性理论进入具体、偶然的历史理论”的问题，(参见同上，第 49 －55页) 这就全然错失了理解这
一逻辑转换之中所蕴含的辩证法问题，从而也就不可能认真对待《商品和货币》篇中的辩证法了。

三、何以必须有能将主体行动的逻辑与客观结构的逻辑关联起来的辩证法环节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科学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哲学，必然兼容从主体方面看的行动者逻辑与从客

体方面看的科学观察者逻辑，即兼容主体的能动论与客体的决定论两个方面，而不能偏废。然而，问
题在于主体的能动论与客体的决定论却无法在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得到表达。前述三种阐释范式之所以
未能全面把握住马克思之思想，正在于其或者放弃了一个方面，如第二国际阐释与结构主义阐释方式

那样 ( 当然，这两种放弃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或者虽然试图将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却将客观的科学

方面消融在主体之中，如“黑格尔主义 －存在主义”阐释方式那样。“新辩证法”或“新黑格尔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虽然看到了这两个方面，却将之简单化为一个从抽象层面到具体层面的简单跃迁，

而没有考虑到这种跃迁亦须循由某种逻辑。因此，一种可能的关联方式便是既非放弃其中一个方面，

亦非强行构成一种虚假的统一，而是必须以一种全然不同于哲学史上既有的特殊的方式将两个方面关

联起来。因而，其中关键之点便是找到能将两个方面关联起来的中介或枢纽环节。而这个环节，若从
历时性的马克思思想发展来看，存在于从《共产党宣言》到 《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十余年的艰苦探
索之中; 若从共时性的逻辑结构来看，则存在于《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中马克思独有的辩证法
构造之中。

但要理解“商品和货币”篇中辩证法的意义，还必须先行说明马克思在此所欲解决的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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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必须从马克思对于如何才能以科学的方式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说起。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有一大段话，人们多将之指认为唯物史观之经典表述，却往往未意识到这段作为 《政治经
济学批判》这部大书的“序言”的话，同时正是马克思对于自己科学方法论最基本之点的表述。通常
而言，一部著作的序言，亦正是作者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的说明，而这一方法论之定
位也是马克思自己所明确表述了的: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
果”。若不囿于通常的解读视野，便不难从方法论视角看出马克思所表述的思想有三个方面: 1) “人们
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2) “物质生活的生
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3)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
面两者区别开来: 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
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
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 － 33 页) 然而，在以往的解
读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第二点，而大多忽略了第一、三点，特别是第三点。第一点在于指明，政治
经济学批判所面对的现实对象乃是人们的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客观关系; 第二点是指明唯物主义的方法

论原则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去说明整个上层建筑; 第三点则是指明，可以用 “自然科学的精确
性”加以描述的只是物质生活方面。这里十分重要而又多被忽视的是，这第三点也表明，马克思将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限定在了人们 “物质生活方面”，而不是整个社会生活。这也就表明，政治经
济学批判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其对象是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这抽象的
标准，便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东西。而这一点正是伽利略构建现代物理学时所确
立的标准，即他用宇宙这部大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这一命题所表达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只能处理
那些能够客观度量的关系，这一点无论对伽利略还是对马克思都是同样的。而可用数学语言描述或可
客观度量，便意味着科学的目标是世界或对象的确定性，即某种程度上的决定论。马克思在 《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思维对象与实在主体的区分 ( 即前述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关于现实对象和认
识对象的区分) ，以及关于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所要表明也正是关于科

学对象之建构性或非现成性。因此，马克思这里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阐明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建构起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对象的方法论原则。

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是不或不能论证政治经济学对象是如何建构的，这是因为

他们已把所研究的对象看作了理所当然的 “自然”存在，因而他们所做的便只是解释这个世界。而
马克思则不同，他所要做的是改变这个世界，而要改变世界，便必然要预设这个世界是可改变的，即

非决定论的或开放的。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便是: 改变世界的哲学对于世界的可改变性或非决
定论的预设，又是与科学对于其对象所要求的决定论预设相矛盾的，因此，马克思便必须从消除这个

矛盾，即阐明如何能够从非决定论的现实世界构建起决定论的科学对象或科学世界，即作为科学的政

治经济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的理论任务，首先便是论证如何能够从现
实的非决定论的世界过渡到科学的决定论世界，即论证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合理性。这就是说，马
克思在这里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从流变的现实世界 (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 “实在主体”) 建构起具有
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描述的确定性的科学世界 (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形成 “思维的、理解的产
物”) 。( 参见同上，第 18 － 19 页) 而这一根本性任务，却在以往的解读中被忽略掉了。第二国际的
解读模式全然未触摸到马克思的辩证法; 黑格尔主义 －存在主义的解读模式前进了一步，看到了理论
抽象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却又仅仅满足于将理论对象还原为人们之间实践活动的关系; 结构

主义解读模式看到了认识对象或理论对象之建构性，但又全然切断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满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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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论仅仅理解为一种 “生产”或“理论实践”; “新辩证法”等虽然注意到马克思理论中的主体行
动与客观结构的区分和关联，却也未进一步追问这种关联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要真正把握住马克
思的思想，就必须超越既往诸解读模式的眼界，回归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紧紧抓住 《资本论》

所欲实现的根本性理论任务。从这一点来看 “商品和货币”篇，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何以对这一
部分内容极为看重，何以说这一部分最为困难，以及何以要在这一部分花费如许多的气力，反复修改

其中的内容。无他，因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开启了自己的科学体系，超越了古典经济学，从现实社
会生活中合乎逻辑地建构起了作为科学的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即建构起了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到
客观结构的逻辑过渡的辩证法通道，从而兼顾了有效地改变世界所必须的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双重

逻辑。

四、如何从主体行动的逻辑过渡到客观结构的逻辑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建构起了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到客观结构的逻辑过渡的辩证法通道的呢? 这当

中，劳动的二重性学说是其中的关键。这是因为，正是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辩证结构之中包
含着这一逻辑通道。

马克思在《资本论》正文中傲然声言: “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
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5 页) 在私下通信
中马克思也反复提到这一点。如在 1867 年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 ( 1) 在第
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 ( 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

的基础)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331 页) 在 1868 年的信中又写道: “经济学家们毫无
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
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
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

第 11 － 12 页) 马克思对于这一环节之重要性的反复宣示所表现出来的极端重视态度，意味着后人必
须加以认真对待，而不能简单地将这一部分的内容或视为只是对于简单商品交换的描述，或者只是聚

焦于商品拜物教批判，甚至将之归结为不过就是其青年时期著作的延伸。

那么，马克思何以要对这一部分内容如许重视呢? 我们看到，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发现了将现实

世界与科学世界关联起来的关节点。商品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商品生产不同于任何一种生产的特殊
之处，在于它不仅生产使用价值，而且同时生产价值; 而价值的生产就存在于抽象的人类劳动之中。

于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建构基础的价值概念，就与人类现实活动关联了起来。换言之，在
这里，就从抽象的人类劳动建构起了价值概念，而抽象的人类劳动又是包含在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

动之中的。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价值概念被奠定在了人类活动或实践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对于马
克思来说是必然的，即，将全部范畴建立在人类活动的基础上，这是其实践哲学所必然要求的。尽管
我们不能像柯尔施那样，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称之为 ‘商品世界的拜物教’的东西，只不过是科学
地表达了同一事物，即他以前在他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时期把它称为 ‘人类的自我异化’，并且它实
际上还在黑格尔哲学中构成了对于这种特别的、使哲学 ‘观念’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遭受的困境
来说的基础”。( 柯尔施，第 85 － 86 页) 但是，就哲学的基本原则而言，必须承认在其后期，仍是延
续着青年时期的基本观念，即《手稿》中的“人是对象性存在物和对象性活动”，以及《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之从“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现实的个人”之观念。正是基于这些基本观
念，马克思才能构建起不同于以往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的改变世界的哲学。因而，既然 《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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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也正是为了能够改变这一资本主义世界，那么，马克思不可避免地要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

在这一实践哲学的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将早年的哲学放在一边，了无牵挂地进入与其早期

思想全然有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必须从其基本哲学观念出发，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建

构起来。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够运用于改变世界的革命活动，而不会只是又添加了一种解
释世界的理论。

然而，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其早年的劳动异化批判延伸到政治经济

学领域，而是不满足于通过道德批判唤起革命热情和仅凭热情的行动，要为改变世界提供一种具有客

观科学依据的有效的工具。任何一个实际的革命者都会认识到，革命的激情固然必不可少，但仅凭激
情而缺少有效的手段，并不足以成事，反而往往坏事。缘于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何以马克思要花费三
十年的时间去构筑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若为激起人们的热情，只须花几个礼拜撰写的 《手稿》，

其激励效果可能更好。但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他不是布朗基，也不是索雷尔，他选择了一条最困难的
道路，要把激情用科学武装起来，或者说，要用科学去范导激情。而在对于现代社会生活之全局性的
把握中，唯有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科学的层次。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其理
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的，并由此导出了一系

列错误观念。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 “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 ( 虽然不充分) ，揭示
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
呢? 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 《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 23 卷，第 97 － 98 页) 而马克思在 “商品和货币”篇中所做的工作，便正是追问这个
“为什么”，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于价值形式发展的精彩的辩证分析，最终引导出或 “演绎”出
“货币形式”这一“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那么，马克思又是如何“演绎”出“货币形式”的呢?

马克思是从对于商品现象的直观描述开始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
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 同上，第 47 页) 马克思在此
顺次描述了商品的两个因素: 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作为可见的物的属性，易于理解: “物的有
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而商品的价值理解起来则没有这样直观，因而马克思从商品的交换价值入
手。初看起来，“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但这 “偶然的东西”下面隐藏着
其实体性的东西: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显然，价值的实体之为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
单纯凝结”，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规定，因而还必须使之深化，这就进到了第二节 “体现在商品
中的劳动的二重性”。通过一系列分析，马克思得出的进一步规定是: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
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 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
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 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

价值。” ( 同上，第 60 页) 这便从直观的商品现象进入到了构成这一现象的本质层面。这一关于劳动
二重性学说，可以说对于商品之根本性的本质规定，“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其意义自是非同
小可。

从商品的现象层面深入到其本质层面，但这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作为价值实体，

还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定，并不能由之建构可观测的数量化的科学对象，因而必须将之赋予具体存在形

式方可。于是，在分析了商品之现象性层面与本质性层面两个环节之后，自然便来到对前两个环节之
综合的具体的个别性环节，即第三节的“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在这一节中，马克思展开了其最富
特色的辩证分析。其中又分为四个环节: “A. 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B. 总和的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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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价值形式”、“C. 一般价值形式”、“D. 货币形式”。由于 “一般等价形式”与 “货币形式”之
间的“唯一区别，只是金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可看作是 “一般等价形式”的一个延伸。

正是通过这“三一”式的辩证法，从商品现象中经价值实体之中介，进展到了 “货币形式”这一具
体的普遍性存在。

但这一辩证进展并不是外在地将某些规定性塞进来，而是从分析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由浅入深

地、内在地、一步步地引导出来的。第一小节虽名为“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却不能
只是从字面上将之视为对于偶然的事物的描述，而是意在揭示出隐藏在这些个别的、偶然的价值形式
之中的本质性规定: “价值表现的两极: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并特意指出 “一切价值形式的
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2 页) 我们再品味马克
思的这段话: “如果我们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末，我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
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它们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在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的价
值关系中，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里，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
来。” ( 同上，第 64 页) 这是说关于价值实体的规定还只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而这里经过关于劳动
二重性的中介之后，便是开始进到了关于价值的具体普遍性的规定。

简单的价值形式还须过渡到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方能更为深入地揭示出价值形式之本
质。在这种形式中，“一个根本不同于偶然现象并且决定着这种偶然现象的背景马上就显露出来了。

麻布的价值无论是表现在上衣、咖啡或铁等等无数千差万别的、属于各个不同所有者的商品上，总是
一样大的。两个单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偶然关系消失了。显然，不是交换调节商品的价值量，恰好相
反，是商品的价值量调节商品的交换比例”。( 同上，第 78 － 79 页)

在这种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中，“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是无穷无尽的简单进
展，可以说是一种黑格尔所说的 “恶无限”，而解决之道则在于进入 “一般价值形式”。这一 “新获
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同一种商品上，例如表现在麻布上”，于
是，“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即麻布，获得了一般等价
物的性质”。( 同上，第 82 页) 而这便意味着，在麻布这种特定的商品上面，实现了抽象的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统一，从而也就克服了无穷进展的 “恶无限”，而达成了 “真无限”，从而形成了一个 “圆
圈”。而一旦达致一般价值形式，过渡到“货币形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是因为，既然 “一般等
价形式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那么，“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
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 ( 同上，第 85 页) 换言之，“货币形式”不
过是一般等价形式固定于某种其自然属性适合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 如金、银等) 上而已。在
货币身上，商品的普遍性即价值与特殊性即使用价值的潜在的统一达到了现实的统一，即抽象的普

遍性的价值现在取得了一个特殊的表现形态，把自身的普遍性赋予了一种特殊物，使无形的关系取

得了一种特殊的有形存在。而原来仅仅作为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金银等，则由于作为普遍性的价值
形式的进展而被提升为一个现实的具体普遍性，“所有其他商品都用它的价值来衡量，它也因此成
了一般的商品，成了一种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的真正的商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584 页)

但一般价值形式或货币形式不仅是从 “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经由 “总和的或扩
大的价值形式”而来的价值形式辩证进展这一小 “圆圈”的完成，而且同时也是从 “价值实体”经
由“劳动二重性”而辩证进展之“价值形式”这一较大 “圆圈”的完成。这也就是说，货币形式或
一般价值形式不仅对于体现于 “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之中的抽象普遍性与体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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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之中的特殊性的辩证综合，而且同时也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对于体现于
“价值实体”之中的抽象普遍性与体现于 “劳动二重性”之中的特殊性的辩证综合。关于一般价值形
式或货币形式之意义，马克思写道: “物化在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不仅消极地表现为被抽去了实在劳
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有用属性的劳动。它本身的积极的性质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把一切实在
劳动化为它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质，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83 页) 进而，由于“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且由于货币，“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
最初的表现形式” ( 同上，第 167 页) ，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首先是作为货币关系出现的” ( 阿瑟，

第 16 页) ，因而，通过深化、完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所提出的商品与货币理论，

就构建起了一个以凌驾于诸特殊商品之上作为普遍之物的货币为一方面，以受支配于货币之普遍性规

制的各个特殊的商品为另一方面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结构体系，即建构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基

本结构。在这一商品世界之中，货币现在以一种特殊物的存在而执行着普遍物的功能，作为一种
“通货”，“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分，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
帝。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的存在，而商品代表货币的人间的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上，第 171 页) 这就是说，“财富 ( 既作为总体又作为抽象的交换价值) 只是在其他一切商品被排斥
之后，才作为个体化在金银上的财富而存在，作为个别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而存在。因此，货币是商品
中的上帝”。( 同上，第 170 － 171 页) 而这样一种 “天上”与 “人间”对立统一关系，或者说普遍
与特殊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便是 “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困难”的克服，即矛盾
的解决。这解决便是如马克思所言，为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一矛盾找到了一种适当的运动方式。尽管
“货币所以能克服物物交换中包含的困难，只是由于它使这种困难一般化，普遍化了” ( 同上，第 95

页) ，尽管作为矛盾解决的 “适当的运动方式”仍然是一个包含对立和矛盾的运动方式，但无论如
何，在“货币形式”中，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双方获得了一种解决，形成
了一个“合题”，形成了一个可观察的存在，从而能够作为一个确定性的概念而在其上建立起科学体
系。此举正犹如在近代数学发展中柯西和魏尔斯特拉斯之所为: 他们在微积分中引入的 “极限”、一
致性收敛概念，虽然并未消除运动着的无穷小所引出的矛盾，但将此一矛盾 “打包”，封闭在了一个
静态的极限概念之中，从而消除了微积分体系中的逻辑矛盾。( 参见柯朗、罗宾，第 314 － 315 页)

但社会生活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是自由的人的活动的领域，因而要将之构建成为科学的对象，

还须解决人的能动性与科学所要求的决定论之矛盾，即找到人的自由活动之客观的制约性规律。如前
述，马克思以伽利略以来的近代科学为标准，为科学所确定的条件是 “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
明的变革”，而要能够满足或实现这一条件，科学的对象便必须具有客观的确定性。毫无疑问，社会
领域中科学所要研究的是人的活动，但无论是如《手稿》中所言，将人视作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的“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95 － 96 页) 还是如《德意
志意识形态》所说的，作为“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现实中的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1 － 72 页) 由于其基于作为主体的自由或能动
性而具有的不确定性，是无法直接对之 “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描述的，也就是说，以自由或
能动性为基本属性的人是无法将之直接作为确定性的对象的。而要能够作为确定性的对象，便必须对
之进行转换，从中找到确定性的东西。这是任何事物要成为科学的对象所必须的，无有例外。伽利略
曾经以宇宙这部大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为准则，而将科学的对象限定在了可用数学加以描述的广

延性层面，同时将色香气味等无法直接用数学表达的属性贬为 “主观的”，并排除在了科学对象之
外。在经济学领域，斯密等人曾简单地将人缩减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理性人”或 “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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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将之纳入被利益最大化所支配的经济体系之中，以便构建起决定论性质的经济学体系。但与之不
同，马克思并未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简单地设定某种自然的人性，而是通过寻求支配人们的经济活动

背后的规律性的存在，来构建自己科学的对象。在此，货币作为有特殊形体的或具体的普遍之物，它
对于各个特殊存在的商品之间的支配关系所构成的经济结构，不仅作为将矛盾 “打包”封闭于其中
而为科学对象的建构奠定了确定性的基础，同时还在于通过货币所构成的商品经济结构这一概念，马

克思揭示出了这一结构对于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整体支配作用，即在此范围内活动主体对于经济结构的

从属性，即“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2

页) 。这样，对于人的经济活动的研究便不是直观地描述其经济活动，而是描述支配着经济活动的具
有决定论性质的客观结构。这就在理论上实现了从主体行动到客观结构的转换，使得科学对象得以
成立。

五、“商品和货币”篇辩证法之独特地位与意义

“商品和货币”篇的辩证法所构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实现了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到客观
结构的逻辑的转换，并由此进入科学的领域。正由于此，尽管它还只是一个初级的理论模型，却是具
有奠基性的逻辑模板，由此向关于资本主义之总体性理论的推进便是在科学范围内的逻辑推衍，而不

需要再从主体行动的领域进行价值形式分析那种辩证演绎，而是只需在这一货币理论结构中再添加上

特定的历史条件，便可逐步推进，建构起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总体性理论。如在第一卷中，从第
二篇开始，增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条件，货币便转化为了资本，从而带来了剩余价值; 第二卷从

第一卷由对单一资本生产过程的抽象分析，变换为复多资本，这便建构起了关于资本流通的分析; 第

三卷则是进一步变换条件，进入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如此等等。按照马克思最初的
六分册计划，最终要进展到对于世界市场这一最为具体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这意味着
“商品和货币”篇的辩证法在整部著作中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位置，是从对于主体行动的哲学人类学
分析领域进入对于资本主义之客观结构的科学分析领域的入口，是从关于主体行动的哲学逻辑向关于

客观结构的科学逻辑过渡的转换枢纽或转换器。因此，它便不可避免地在 《资本论》理论体系中具
有极为特殊的位置: 它一头连接着哲学，一头连接着科学，因而也就把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强调主体能

动性的理论与后期科学著作中强调决定论的理论连接了起来。正是由于缺失了这一辩证法环节，得古
典经济学家才陷入了失误之中，而后来的 《资本论》解读者则亦由于未能认识到这一辩证法环节的
特殊重要性，陷入了对于《资本论》辩证法的误读。

马克思指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
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
表人物，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
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
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
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
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
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 同上，第 98 页) 而由于 “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一旦在
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通过价值形式的分析引导出货币形式，马克思便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价

值论之缺陷，而为建构关于资本主义运行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概念分析基础。而正是在价值形式
分析所奠定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才揭示出了利润率下降规律 “这从每一方面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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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
是最重要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第 267 页) 也正是这一规律揭示出: “劳动生
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

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87 － 288 页) 而这
则意味着: 即便是站在李嘉图那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立场上看问题，“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
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这一
规律也明确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
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同上，第
289 页) 这便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研究所得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这一结论可视之为对于
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这一批判对于资本主义的摧毁力量，比之将 《资本论》解读为诉诸道义的拜
物教批判，其力量之巨大，何止千百倍!

因此，这里还有必要对拜物教批判这一黑格尔主义 －存在主义阐释方式所极端看重的问题再说上
几句。从表达方式上来看，“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是《资本论》全书中最容易找出与马
克思早期思想相近的地方的。一些表述，如 “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
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1

页) ，简直就像是直接源自 《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来自 《手稿》中的语言。诚然，不可否认，
《资本论》是包含着道德批判的维度的，特别是在“商品的拜物教”这一部分中，马克思的确表明了
对于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真实本质的揭露。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的内容置于 “商品和货币”

篇以及《资本论》整体的语境之中，就会看到，在总体上这一节仍是从不同角度对于从劳动二重性
建构价值概念，特别是作为价值形式之完成形式的货币形式的合理性的说明，而不是像奈格里等人所

主张的是某种道德义愤的表达。

如果人们像奈格里那样，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过多地感受到了对于 “在现实中对剥削的反
抗”的呼吁和“对将来的展望”，那么，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对此的说明: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
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
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
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
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 同上，第 12 页) 尽管《资本论》中也
不可避免地含有诉诸道德义愤的词语，但整部著作决非能够归结为主要是一种道德批判。因而，重温
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这些话，当能使人们改变其源自卢卡奇、奈格里等人的基于隐含的历史目的论的
浪漫主义的辩证法观念，而认真对待马克思在这里所欲指明的问题: “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
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
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 ( 同上，第 92 页) 因此，关键问题
不是从观念上揭露、批判、诅咒这种“物的形式”，而是探明其存在条件和运行规律，从而探明在何种
条件下才能够超越或克服这种非人道的“物的形式”，但为此，首先须理解这种“物的形式”是如何存
在的。而这，又须理解在《资本论》中，这种“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的“物的形式”的理论表达是如
何建立起来的，从而，就又须深入理解马克思“商品和货币”中“价值形式”分析的辩证法。

六、价值形式分析辩证法所内蕴的反向转换意涵

前面的分析指出，“商品和货币”篇的理论任务是基于“人是对象性活动”和“在一定条件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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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表现自己”的“现实的个人”，而构造出政治经济学之价值概念。但是，这一从现实的个人这一
现实的具体存在物构造出科学概念的过程，乃是一种抽象过程。马克思写道: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
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
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
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1 页) 进而，“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
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 同上) 在进行了这种抽象之
后，通过价值形式分析，引导出了价值形式的最终形态即货币形式，并由此在货币与商品的支配关系

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一个可深度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理论模型。尽管在理论上这一模型是一种具
体的普遍性，但相对于它所由之抽象出来的现实社会生活即马克思所说的 “实在主体”来说，仍然
是抽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要能够有效地运用于改变世界的实际生活，还须将之再具体化。

但这种具体化非简单地搬套便可，而是亦须进行一种转化作业方可。这种将现实的时空中的
“实在主体”经抽象而构成超时空的关于 “实在主体”的数量化的理论模型，即诸要素之间的函数关
系，从而构成的某种程度上的决定论体系，是人类有效地改变世界对于科学所要求的，也是科学对于

其对象所要求的。如果对象还是像现实中显现的那样，作为变动不居的偶然存在，则科学便无以处
理，因而成为无用之物。科学所能对付的，只是确定性的事物，故而科学便只能是决定论的，至少也
得是概率性决定论。而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论的科学，才可能对有效地改变世界起作用。但这样
一来，科学作为对于实在主体的理论模型，就与实在主体即现实社会生活成为全然不同的东西，其基

本概念无法通约，即无法基于同一理论原则在一个体系中表达出来。若欲强行坚持一种单一的理论体
系，便只能或者如卢卡奇等人那样，将科学贬为低级的东西，或者如阿尔都塞那样，将哲学贬为意识

形态。然而，既然非决定论的行动者逻辑与决定论的科学观察者逻辑对于改变世界都是必须的，那
么，我们便必须为这两种逻辑的关联找到一个通道或 “转换枢纽”。而既然科学的理论模型的概念体
系是从现实的“实在主体”抽象而来的，那么，这一抽象方式作为中介过程，亦必然可以将抽象概
念反向还原到现实的“实在主体”中去。但由于这一反向 “还原”是从精确的抽象概念向直接的具
体生活进行，因而便不可能保持概念的精确性，而只能是一种类似于亚里士多德 “实践智慧”式的
构成。这种实践智慧由于穿梭于抽象概念与现实生活之间，于是也能比拟于前述价值形式分析的理论
辩证法，可称之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与前述价值分析的理论辩证法之目的是从主体行动向客观结构的转换不同，这里的辩证法恰恰相

反，是从客观结构向主体行动的返还。当然，这一返还并非直接恢复到科学抽象发生之前的原始状态
去，而是将科学理论放置于现实的人的活动之中，一方面使科学理论受到现实存在的中介，具体化为

可实行的行动方案，另一方面则是使行动主体受到科学理论的中介，获得一种客观性的视角。就此而
言，从行动主体角度看，这便首先是恢复主体之具体存在，即一方面恢复其能动性，另方面是将主体

放置在客观结构规定之下，换言之，从主体在既定客观条件约束下的能动活动的视角看问题。这与前
面是从主体活动转向对于限定主体活动的客观结构的描述，即将限定主体活动的客观结构抽象出来，

作为科学之对象加以描述相反，是将抽象出来的客观结构恢复或 “镶嵌”至主体活动之中，即描述
这些客观结构是如何限定或规范主体活动的，或者说，主体能动的活动是如何被这些客观结构所中

介、所规范的。与《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所涉及的辩证法对比而言，这种反向转换便是看货币
是如何限定或规范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这里的出发点是货币，正是货币引导、规范着商品生产和
交换。在商品生产者个体层面上，他生产的目的是商品的实现，即换取货币和使货币增值。为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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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须根据商品的货币价值来决定生产的品种和数量，并根据货币价值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生产和交换

规模。这样一种规范或中介作用，正好与价值形式的辩证进展过程方向相反。而就 《资本论》整部
著作所致力描述的资本主义的总体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而言，对于意在实现自身解放的无产阶级来

说，它所揭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对于这一阶级的解放行动亦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规范: 一方面，这一规

律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从而指明超越这一生产方式实现自身解放是可能的; 另一方

面，它亦揭示出现实地超越这一生产方式以实现解放的真实的条件之所在。正是这两方面对于无产阶
级的解放行动从目的和条件两个方面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中介或规范。

至此，我们初步阐明了《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首要的理论功能乃是起到一种从主体行动的
逻辑到科学所必须的客观结构的逻辑的 “转换器”作用; 同时，它也内蕴一种反向的，即客观结构
的逻辑到主体行动的逻辑的转换通道意涵。前者属于理论智慧的辩证法，后者则为实践智慧的辩证
法。这两种逻辑之间虽然不能在单一理论体系中贯通起来，但能够通过这两种辩证法关联起来，并由
之将马克思主义关联成为一个能够满足有效地改变世界所必需的能动论与决定论之双重逻辑的理论

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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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From the Logic of Subjective Actions to the Logic of Objective Structures:
Dialectics of the Part“Commodities and Money”in Capital

Wang Nanshi ＆ Xia Zhao

As a theoretical principle，Marx had held to understand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ngs based on
subjective actions through all his life. However，scientific research on capitalism cannot directly depend on
subjective actions，but on objective structures，resulting from subjective actions. It was thus only with a
transition or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ogic of subjective actions to the logic of objective structures that a
scientific system concerning capitalism can be reasonably constructed. The part entitled“Commodities and
Money”in Capital，especially its analysis of“value form，”is the transitional link or“transition hub”that
Marx elaborately constructed for this purpose. Ｒegrettably，in the past，this key issue has often been neglected
or misunderstoo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alectics in Capital.

Althusser's Critique of Capitalist Law and the Possibility of Liberation

Xu Kefei

Philosophy of law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lthusser's thought. He holds an idea of political legalism
which claims that law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but also a tool for
proletarian liberation. Althusser offers his critique of capitalist law as follows: 1 ) Law covers up the
exploitation within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primarily by recognizing the property rights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the capitalist products，secondarily by confusing the technical division of labor inside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with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and thirdly through the positive seduction of legal
ideology. 2) Law is integrated with the state，which means that law turns the“surplus”violence of the ruling
class over the ruled class into legitimate state power，while state power then turns individuals into legal
subjects endowed with certain legal rights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Althusser，genuine human liberation will be possible only when proletarian law compatible with
the soci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s established; then，society will become a community of freely associating
individuals．

Emotion or Ｒeason: Ｒethinking the Conception of Confucian Human Nature in Pre-Qin Era

Zhao Fasheng

“Emotion”( qing) occupied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pre-Qin Confu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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